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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學生能力國際評估中心 

1965 至 1985 年間，香港高等教育的發展相當緩慢，只有不足 5% 的適齡青年可 

升讀由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的大學學位課程，及至 20 世紀 80 年代中起，大學學

位開始大量增加，進入大學的適齡人口百分比提升至 18%。2000 年，香港特別行政區

行政長官更進一步提出要在十年內令香港高等教育的普及率達到 60%。由 2000–2001

至 2005–2006 學年，高等教育參與率已增加至超過 60%。本文探討在香港高等教育 

擴張後期，中學生對升讀高等教育期望的變化。 

本文研究數據來自 2009 年和 2012 年的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以下簡稱 

PISA）。2009 年香港的 PISA 調查在該年 5 至 6 月間進行，而 2012 年的調查則在該年

4 至 5 月間進行。本研究嘗試探索以下四個範疇：（1）學生的教育期望在兩次調查 

期間（2009 至 2012 年）的變化；（2）學生的家庭社經背景與教育期望間的關係； 

（3）學生能力與教育期望間的關係；（4）家庭社經背景與學生能力等因素對學生 

期望升讀大學的相對影響程度。 

關鍵詞：教育期望；高等教育；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青少年 

前 言 

近數十年，各國高等教育快速擴充。美國自 20 世紀 60 年代中期出現大批公立資

助大學，使入讀高等教育的學生數字持續上升，在 2003 年有 60% 以上的高中畢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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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讀高等教育課程（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2008）；英國在 90 年代經歷大學學位急速膨脹的情況，政府積極推動高等教育改革，

以滿足社會大眾對高等教育的需求；台灣於 90 年代在社會需求、民間教育改革團體的

「廣設高中大學」訴求和五年制專科學校轉型的影響下，高等教育發展漸趨普及化和

市場化。至於中國，自 90 年代末在經濟現代化的帶動下，高等教育開始擴大招生並 

進入學位大眾化階段，至 2013 年，高等教育毛入學率（gross enrollment ratio）已達到

34.5%（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2014）。 

如同各國高等教育的發展歷程，香港高等教育亦有相近的發展軌跡，適齡學生 

入讀學士學位課程的比率由 20 世紀 90 年代的 18% 上升至 2014 年的 38%。儘管學士 

學位課程的學額有所提升，但單從整體增幅數字不足以顯示高等教育擴張會否加強了

不同群體對升讀大學的追求。過往不少文獻指出，在高等教育擴張下，不同的個人和

不同社經背景的學生參與高等教育的差異依然存在。本港較早的文獻亦指出，香港高

等教育擴張的背後，個人背景和家庭社經地位依然影響個人的教育獲取（educational 

attainment）（Post, 2004）。然而這些數據只說明早年高等教育的發展情況，並未分析

在高等教育步入擴張後期（post-massification）學生教育期望的變化，亦未能回應在 

高等教育擴張下教育機會均等的問題。相對而言，歐美或東亞社會對高等教育擴張的

研究愈來愈豐富，亦漸漸開發相關調查或利用大型數據，討論大學學位增加與青少年

教育期望的關係。 

反觀香港近十年的高等教育改革，至今仍缺少就香港青少年對升學期望變化的 

相關研究，亦欠缺具代表性和更新的數據以剖析此課題。本文利用 2009 及 2012 年 

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下稱 PISA）

的數據，探討香港高中學生對升讀高等教育期望的變化，並分析不同群體學生的家庭

背景及學業成績對其教育期望的影響；以學生的個人和家庭背景為「先賦」（ascribed）

條件及其學業成績為「成就」（achieved）條件，比較兩者對升讀高等教育期望是否有

顯著影響。本文將探討以下三個研究問題：（1）由 2009 至 2012 年，學生的教育期望

有何變化？（2）學生的教育期望是否與家庭社經背景及學生能力等因素有關？（3）

在 2009 至 2012 年間，這些因素的影響力有何變化？ 

香港高等教育的發展 

1965 至 1985 年間，香港高等教育的發展相當緩慢，圖一顯示只有不足 5% 的適齡

青年可升讀由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的大學學位課程（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2016）。及至 20 世紀 80 年代中起，大學學位才大量擴展，進入大學的適齡人口百分

比增加至 18%（鍾宇平，2005，頁 53）。2000 年，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提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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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的第一年學士學位課程學生人數（1965–66 至 2015–16 學年） 

 

 

 

 

 

 

 

 

 

 

 

 

 

 
註： 為配合新學制的實施，院校在 2012–13 學年同時取錄舊學制及新學制的學生。 

資料來源：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2016）。 

 

圖二：公帑資助與自資的第一年學士學位及副學位收生學額（2000–01 至 2015–16 學年） 

 

 

 

 

 

 

 

 

 

 

 

註： 由於最後一屆高級程度會考學生及首屆中學文憑試學生同時畢業，2012–13 學年的公帑第一年學士 

學位學額數目為以往的兩倍。 

資料來源：自資專上教育資訊平台（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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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內令高等教育的普及率達到 60%。這直接令高等教育急速膨脹，尤以自資副學位

的學額增幅最為顯著。圖二顯示當中自資副學位課程學額由 2000–2001 學年的 2,468

個大幅增加十倍至 2015–2016 學年的 24,558 個（自資專上教育資訊平台，2016）。 

實際上，自 2005–2006 年起，高等教育參與率已超過政策規劃的 60%。 

然而，根據教育局資料顯示，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的第一年學士學位課程 

學額實際仍維持在約 14,600 個（教育局，2011），近 20 年沒有轉變。引述香港政府

於 2014 年 6 月發表的施政匯報指出：「2013–14 學年，適齡學生升讀學士學位課程 

比率達 38%。連同副學位程度課程，近七成的青少年有機會接受專上教育」（梁振英，

2014b，頁 17），這強調學士學位課程比率由早年的 18% 升至 38%，從百分率的數字

看似有增長。然而，箇中計算方法是包含了全部升讀資助學士學位的學生（佔適齡 

人口的 22.7%），和超過 12,500 名獲取錄升讀自資第一年及高年級銜接學士學位課程

的學生，才得出 38% 的入讀率（吳克儉，2014）。由此可見，現有的高等教育擴張背

後實質是集中於非受資助課程（包括銜接學士學位、副學士、高級文憑及證書課程）。 

文獻探討 

學生教育期望的形成 

教育期望（educational expectation）亦稱教育期待或預期，包含內在信念、價值或

動機，是個人對未來教育目標和計畫的評估（Feliciano, 2006; Goyette, 2008; Kerckhoff, 

1976）。有別於教育抱負（educational aspiration），教育期望是較為實際的預期，具

有可實現和可達到的目標，亦可說是對取得教育程度的一種「預測」（Fraser & Garg, 

2012; Glick & White, 2004; Gutman & Akerman, 2008）。個人期望的形成受結構性因 

素、外在社會環境和個人與環境的交互作用所影響。 

依社會學觀點，個人教育期望是按其個人主觀價值和學業能力因素而形成，家庭

背景因素在「地位取得」（status attainment）的過程中亦有十分重要的影響。Blau & 

Duncan（1967）的「地位取得」模型，以問卷收集男性受訪者於 20 至 64 歲所獲得的

教育水平、初次職業地位和目前職業地位的數據；以因徑分析方法發現，父親的教育

程度、職業地位首先影響兒子的教育取得，繼而影響兒子日後的職業地位。該結果以

教育取得為中介變項來解釋代際傳遞（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的關係。 

威斯康辛模型（Wisconsin model）在 20 世紀 50 年代更將教育和職業抱負、學業

表現、智力、重要他人等社會心理變項納入分析。結果指出種種社會心理因素影響 

高中學生對升讀大學的期望，進而影響他們日後的職業地位（Sewell, Haller, & Portes, 

1969; Sewell & Hauser, 1993; Sewell & Shah, 1967）。這模型解釋了在家庭背景與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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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智力因素以外，個人的教育和職業抱負亦是重要的中介變項（Haller & Portes, 

1973）。 

由於個人的教育期望很難以一個整全的觀念去界定，大部分實證研究會利用教育

程度作衡量指標。教育期望的形成在青少年發展階段尤為重要。隨着青少年成長， 

逐漸建立起對自我的了解，他們開始思索自己的興趣、理想職業或對未來教育的追求，

在這階段有部分青少年仍感迷惘，另有部分青少年會逐漸建立起個人對未來升學就業

的想法。 

「先賦」條件和「成就」條件的影響 

社會分層角度重視結構性因素對教育期望形成和取得的影響。「先賦」是指與生

俱來或通過承繼而得的社會地位，如性別、種族、父母的教育程度和職業地位、文化

和家庭資源等。這些結構性因素構成個人背景而影響教育期望的形成和維持。就性別

方面，研究發現在英國及不少已發展國家，女生的升學期望較男生高，這可能跟基礎

教育階段女生的成績表現較佳有關（OECD, 2010）。因此，女性在受教育或獲取就業

機會上都有良好表現，在教育期望上甚至超越男性。 

家庭結構是另一個影響學生形成教育期望的背景因素。部分研究結果指出，來自

單親家庭的子女相比雙親家庭的子女，對未來教育普遍有較低的期望（Astone & 

McLanahan, 1991; Han, Huang, & Garfinkel, 2003; Wu, Schimmele, & Hou, 2015）。當中

原因可能是單親家庭欠缺教育資源和物質資源，難以對子女的學業給予支援，因而削

弱他們對接受專上教育的追求。Wang & Ngai（2011）的研究利用 PISA 2003 的數據，

發現來自單親家庭的子女比來自雙親家庭者具有較低的教育期望，當中的差異可解釋

為單親家庭的子女獲得較少家庭資本，這類資本包括父母的教育程度、職業地位和 

家庭物品。 

過往研究均指出，父母的社經地位（包括教育程度和職業）影響子女的教育期望。

父母教育程度愈高，子女對教育的期望亦愈高。學歷較低的父母對子女的教育期望，

相比學歷較高的父母為低（Abada & Tenkorang, 2009; Hossler & Stage, 1992; Teachman 

& Paasch, 1998; Wilson & Wilson, 1992）。Ball, Maguire, & Macrae（2000）的質性訪談

發現，來自中上階層而曾受高等教育的父母，對子女的教養投入會較多，因而對子女

的教育期望亦較高。相比之下，低下階層父母由於缺乏相關的知識和經驗，儘管他們

意識到受教育的重要，但他們向子女傳遞相關期望仍較為困難。至於父母從事的職業，

Payne（2001）從一項大型的國家研究數據中，發現父母從事專業、管理或技術性職業

的子女，有 82% 期望選擇高中畢業後繼續升學；相反，父母從事半技術或工人職位的

學生，只有 60% 期望繼續升學。這說明教育期望的差異與父母的職業有密切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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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成就」條件的研究則多集中以學業成績為評量教育產出的重要指標。一些

研究發現成績好的學生，其教育期望比成績差的學生為高。這些研究指出，美國不同

種族學生在標準化測試的成績表現中，中國裔及韓裔學生普遍成績較佳，其原因與 

學生及家長的教育期望有關（Hao & Bonstead-Bruns,1998; Hossler & Stage, 1992）。 

影響教育期望的因素 

近年來，中、港、台三地的高等教育在辦學規模及入學率方面都不斷擴張。三地

高等教育快速擴張的同時均走向國際化、強調鬆綁、着重學術自主，並朝着提升質素

和均等的方向改革，三地高中學生對升讀高等教育的期望不斷提高（王如哲、楊瑩、

劉秀曦，2012；趙慧珠、劉文達，2005）。 

中外研究均顯示，家庭社經地位與學生教育期望有關，繼而影響其參與高等教育

的機會（文東茅，2005；侯龍龍、李鋒亮、鄭勤華，2008；Andres Bellamy, 1992; Bourdieu, 

1990）。中國的研究顯示，家庭社經背景對子女的教育取得有顯著影響：父母的社經

地位愈高，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或進入重點大學的機會愈大（丁小浩，2006；文東茅，

2005；王偉宜，2010；侯龍龍等，2008）。有關高等教育入學的研究亦愈來愈豐富，

針對家庭背景和高等教育入學之關係的研究主要採用描述性統計、邏輯迴歸、多元迴

歸、事件史分析，以職業與社會分層標準為基礎，對家庭階層與高等教育入學機會的

關係進行研究，其中有些研究發現家庭背景對入讀高等教育具重要影響力，且有加強

的趨勢（文東茅，2005；王甫勤、時怡雯，2014；侯龍龍等，2008）；亦有研究發現

入學機會開始向弱勢階層移動，但弱勢階層在教育質量上仍處於弱勢（丁小浩，2006；

王偉宜，2010）。 

就東亞社會的研究而言，王杰（2013）有關日本學生學習期待變化的文章中引述

有田（2002）及藤村（2009）的研究指出：高三學生的就業及教育期望受性別、兄弟

姐妹人數、家長學歷及職業、校內學習成績及就讀學校背景等因素影響。然而，除了

王杰（2013）的研究較有系統地追蹤了小六、初中三及高中三的學生外，同類研究 

都多以單一時段的橫向數據為分析基礎，樣本數量有限且代表性不足，對中學生的 

學歷、就業期待或選擇只做了相對靜態的分析，而學生教育期望可能出現的變化卻 

甚少受到關注。 

與外國相比，東亞社會關於學生教育期望（尤其是父母期望和學生自我期望）的

研究不多，實證研究則更少，大多數文獻還停留在對教育期望的經驗總結的層次。 

同樣，香港實施新高中學制後，更多學生完成十二年基礎中、小學教育，大專學位 

近年亦大幅增加，本研究特別關注在政策的轉變環境下，學生對教育期望（包括路向

和規劃）上的改變。特別是在高等教育擴張後期，能根據大型而具代表性的數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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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教育期望的變化，並與學生的能力、家庭社經背景等因素進行比較分析，實屬 

重要。 

研究方法 

數據來源和樣本 

本研究數據來自 PISA 2009 和 PISA 2012。PISA 是由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下稱 OECD）發起及統籌，

旨在評估接近完成普及教育的 15 歲學童，對社會所需知識與技能掌握的情況，並建立

教育指標，給各國政府及政策制訂者審視、評價和監察國家和學校層面的教育成效。

PISA 的第一次評核週期（名為 PISA 2000）於 2000 年進行，當時有 32 個 OECD 國家

參與。2002 年，10 個非 OECD 國家及地區加入稱為 PISA 2000+ 的計畫。2009 年香港

的 PISA 調查在該年 5 至 6 月間進行，而 2012 年的調查則在該年 4 至 5 月間進行。 

本研究在數據選取上能反映由 2009 至 2012 年間高等教育持續擴張下學生教育期望的

變化。 

在 PISA 2009，來自 65 個國家和地區約 475,000 名學生參加了兩小時的測試，而

PISA 2012 則有來自 65 個國家和地區約 510,000 名學生參加了兩小時的測試。香港的

PISA 2009 和 PISA 2012 主測試研究均採用二段分層抽樣方法，在第一階段，研究按 

學校的類型（官立、資助和私立學校，私立學校包括國際學校和直資學校）和收生 

成績
1
（高、中、低能力）分組，有系統地從學校組別中隨機抽選樣本學校，選中機率

與學校的學生人數成正比（見表一）。 

在第二階段，每屆 PISA 均從每所參與學校隨機抽樣選取 35 名 15 歲學生。根據

OECD 的抽樣標準，2009 年共有來自 151 所中學的 4,837 名學生獲納入最後的分析樣

本，而 2012 年則有來自 148 所中學的 4,670 名學生獲納入最後的分析樣本。表二顯示

了樣本中的學生年級分布。 

變項及其定義 

本研究的依變項為學生的教育期望程度。在 PISA 2009 及 PISA 2012 分別向學生

提問「你預期完成以下哪些教育程度？」，共設 6 個教育程度等級（1 = 中三；6 =  

學士或以上學位）（見表五）。 

基於本文的研究假設及問題，分析採用兩類自變項。第一類是「先賦」條件的 

變項，包括性別及家庭結構。根據過往研究結果，單親家庭會削減對子女經濟資源的

支援，從而減弱他們對未來教育的期望。因此，本文納入學生來自單親家庭為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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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香港參加 PISA 2009 和 PISA 2012 主測試的學校分布 

顯層 隱層 
2009 2012 

學校總數 參與學校數目 學校總數 參與學校數目 

官立學校 高能力 16 5 15 6 

 中能力 8 3 8 2 

 低能力 7 2 7 2 

 （不適用） 3 0 1 0 

資助學校 高能力 120 44 120 46 

 中能力 120 41 117 40 

 低能力 132 39 126 33 

 （不適用） 3 0 1 0 

私立學校* 本地（直資#） 54 15 55 16 

 國際學校 35 2 32 3 

總數  498 151 482 148 

* 沒有私立學校的收生成績資料。 
# 直資是參加「直接資助計劃」的學校。 

表二：香港參加 PISA 2009 和 PISA 2012 主測試的學生年級分布 

年級 
2009 2012 

參與學生人數 百分比（%） 參與學生人數 百分比（%） 

中一 85 1.8 51 1.1 

中二 353 7.3 300 6.4 

中三 1,210 25.0 1,205 25.8 

中四 3,185 65.8 3,088 66.1 

中五 4 0.1 26 0.6 

總數 4,837 100 4,670 100 

 

以分析這些背景因素對教育期望的影響。表三顯示了 PISA 2009 和 PISA 2012 受訪 

學生的「先賦」條件。 

當中，父母的社經地位亦構成學生的「先賦」條件，一般以父母的教育程度、 

職業地位及收入來衡量。OECD 把 PISA 2009 和 PISA 2012 內父母最高的教育程度、

父母最高的職業地位以及家庭物品，建構成「經濟、社會及文化地位」指標，但家庭

物品涵蓋範圍較廣，而且只能作家庭收入的代理變量（proxy variable）。本研究利用

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萃取父親及母親的教育程度、父母最高

職業地位變項的得分，成為一個標準化的指數，以反映受訪學生所屬家庭社經地位的

指標。父母的教育程度共劃分為 5 個級別（1 = 中三或以下；5 = 學士或以上），由 

學生分別回答父親和母親最高完成的教育程度。而父母現時或最近從事的職業由學生

自行填寫，將父母兩者中較高的職業地位納入「家庭社經地位」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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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受訪學生的「先賦」條件（2009 和 2012） 

 
2009 2012 

參與學生人數 百分比（%） 參與學生人數 百分比（%） 

性別     

男 2,557 52.9 2,509 53.7 

女 2,280 47.1 2,161 46.3 

家庭結構     

單親家庭 598 12.4 599 12.8 

雙親家庭 4,126 85.3 3,780 80.9 

其他 90 1.9 87 1.9 

父親教育程度     

中三或以下 2,250 46.5 1,828 39.1 

職業訓練 1,074 22.2 999 21.4 

中五、中七、文憑／證書 702 14.5 764 16.4 

大專（非學位） 164 3.4 202 4.3 

學士或以上 480 9.9 539 11.5 

母親教育程度     

中三或以下 2,291 47.4 1,828 39.1 

職業訓練 1,215 25.1 1,181 25.3 

中五、中七、文憑／證書 775 16.0 858 18.4 

大專（非學位） 154 3.2 192 4.1 

學士或以上 293 6.1 350 7.5 

父母最高的職業地位* 45.17 （14.693） 45.86 （20.908） 

* 表示平均值，弧號內為標準差。 

註：表中百分比是以該年參與學生人數為分母，百分比總和不足 100% 是由於部分資料不詳之故。 

 

第二類是「成就」條件的變項，指學生能力。PISA 每次評核週期皆涵蓋閱讀、 

數學及科學測試，由於中文與數學是新高中課程的必修科，而科學只屬選修科，故此

本研究以 PISA 2009 和 PISA 2012 測得的閱讀與數學成績得分為評定學生個人能力 

的標準。在 PISA 測試的過程中，每位學生接受兩小時的紙筆測驗，部分題目為多重 

選擇，亦包含問答的題式。表四顯示了 PISA 2009 和 PISA 2012 閱讀與數學科目的 

素養表現。 

表四：受訪學生在 PISA 閱讀與數學科目的素養表現（2009 和 2012） 

 
2009 2012 

平均值 標準誤 平均值 標準誤 

閱讀成績 533 2.1 545 2.8 

數學成績 555 2.7 561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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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方法 

本文首先考查 2009 和 2012 年的學生教育期望，從而比較處於兩個時期青少年的

教育期望變化，並探討「先賦」和「成就」條件的因素與學生教育期望的關係。其次，

運用邏輯迴歸方法試圖探討「先賦」與「成就」條件對學生在高等教育擴張下升讀 

高等教育期望的影響，以分析各種因素對個人追求升讀大學課程上有否上升或下降的

變化。 

研究結果 

本文將以 PISA 數據探討香港學生的教育期望，並從以下四個範疇分析及討論： 

（1）檢視學生的教育期望在 2009 至 2012 年間的變化；（2）分析學生的「先賦」條

件（家庭社經背景）與教育期望之關係；（3）分析學生的「成就」條件（學生能力）

與教育期望之關係；（4）探討「先賦」與「成就」條件的因素對學生期望升讀大學的

相對影響程度。 

15 歲學生的教育期望：2009 至 2012 年的變化 

在 PISA 2009 的學生問卷中，其中一項問到學生期望完成的教育程度，共 21 個 

國家或地區參與。在是次參與研究的國家或地區中，澳洲、新加坡、韓國有超過 60%

的學生期望完成大學教育，香港則有 47%（見圖三）。 

圖三：學生期望完成大學的百分率（PISA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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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對升讀大學的期望確實與各地大學學位的供應有關。例如，韓國近年提供的

大學學額較多，在 2010 年入讀大學的百分率約為 70%（OECD, 2012），所以相應地

它有 81% 的學生期望升讀大學。在 2012 年，香港參加第五屆 PISA 的研究，繼續保留

學生升學期望的研究問題，嘗試了解香港學生對升學的期望有沒有變化。 

研究發現：於 2009 年大專及大學學額供應不足的實況下，香港學生仍有 47.2% 

期望完成大學教育或以上，這顯示了香港學生的升學期望仍然甚殷。此外，期望升讀

大專的學生有 13.3%，期望升讀文憑或證書課程的有 12.5%，總共有 73% 的香港學生

期望接受高等或專上教育（見圖四）。至 2012 年新學制下，期望完成大學教育或以上

的香港學生增至 51.4%，期望升讀大專的有 17.4%，再加上 13.1% 學生期望升讀文憑

或證書課程，總共有 81.9% 的香港學生期望接受高等或專上教育。與 2009 年相比， 

2012 年 15 歲學生期望升讀學士或以上學位的人數上升 4.2%，期望升讀大專（高級 

文憑或副學士）的人數亦上升 4.1%，這可能跟這段期間副學位課程增加有關。 

圖四：2009 和 2012 年學生教育期望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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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顯示 PISA 2009 和 PISA 2012 的數據：2009 及 2012 年，來自高社經地位 

（SES 為最高 10%）的學生分別有 74.9% 及 78.0% 期望升讀大學，來自低社經地位 

（SES 為最低 10%）的學生則分別只有 27.8% 及 30.9% 期望升讀大學，差異甚大。 

值得注意的是，香港學生無論來自高低階層，期望升讀大學的百分比均上升 3.1%。 

表五：不同社經地位學生期望完成的教育程度（2009 和 2012） 

 低社經地位 中社經地位 高社經地位 

2009    

中三 6.0% 2.6% 2.6% 

中五* 20.5% 11.1% 3.0% 

中七* 17.5% 13.6% 3.8% 

文憑／證書課程（例如：教師文憑、護士文憑） 16.5% 12.9% 5.8% 

大專（非學位，例如：高級文憑、副學士） 11.8% 14.0% 10.0% 

學士或以上學位 27.8% 45.9% 74.9% 

2012    

中三 4.7% 2.1% 2.2% 

職業訓練課程* 2.0% 1.5% 0.4% 

中六* 25.5% 14.0% 3.9% 

文憑／證書課程（例如：教師文憑、護士文憑） 19.7% 13.3% 5.4% 

大專（非學位，例如：高級文憑、副學士） 17.2% 18.5% 10.0% 

學士或以上學位 30.9% 50.6% 78.0% 

* 基於學制變化，本表列出的教育程度有部分差別，但其學歷等級根據 OECD 的劃分是相等的（職業訓練

課程 = 中五；中六 = 中七）。 

 

另一方面，表五亦顯示：低社經地位的學生對期望升讀文憑／證書課程及副學士

等課程的期望，在 2009 及 2012 年均高於高社經地位的學生。來自低下階層的家長及

學生較少期望直接升讀大學，原因可能是他們明白香港資助大學的學位嚴重不足，亦

未能負擔那些自資學位或副學位課程，故此選擇完成中學後先投身社會工作。來自較

富裕家庭的學生同樣面對短缺的大學學位，但其家庭經濟條件使他們可選擇到海外 

升讀大學，甚或就讀學費昂貴的自資副學位課程，再銜接升讀大學。這些可能的原因

將會在未來的質性研究中，根據從學生家長的聲音作進一步探討。整體而言，隨着 

高等教育持續擴張，無論哪一階層的學生，期望升讀大學的趨勢均在上升。由此觀之，

來自高、中、低階層的學生對大學學位需求均有升溫。 

學生能力與教育期望的關係 

以往研究發現，學業能力（「成就」條件）愈高，其教育期望亦相對較高（Cabrera 

& La Nasa, 2001; Hegna, 2014; Hossler & Stage, 1992; Mau & Bikos, 2000; Sewell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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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 Spera, Wentzel, & Matto, 2009）。以 PISA 2009 的數據分析，OECD 發現在 21 個

國家或地區中，奧地利、香港、冰島和意大利均有多於 10%「高能力者」
2
不期望參與

高等或專上教育。高能力學生中學畢業後不升學是人才的浪費，值得各個國家或地區

關注（OECD, 2010）。 

在 PISA 2009 和 PISA 2012，香港分別有 44.2% 和 59.8% 的高能力者（約 2,138 和

2,793 人）。表六顯示在 PISA 2009，香港高能力學生中有 12.8% 只期望完成中學教育

（中三至中七），22.8% 期望參與高等或專上教育，只有 64.4% 期望升讀大學。這個

百分比遠低於韓國的 94% 及新加坡的 88%。這些高能力學生是否因為家境困難而需要

中學畢業後立即工作呢？或因在計劃升學的路上欠缺家人或師長指導而放棄升學呢？

而且，香港資助大學學位嚴重不足，這會否導致不少成績優良但家境條件不足的學生

不抱有升讀大學的期望？這方面將在下一節探討。 

在 PISA 2012，香港高能力學生中有 67.3% 期望升讀大學，這個百分比稍高於 2009

年的 64.4%；約有 24.7% 期望參與高等或專上教育，比 2009 年的 22.8% 稍升；有 6.6%

只期望完成中六／中七，比 2009 年的 8.4% 稍降。這反映香港高能力學生在高等教育

擴張下，升讀大學或大專的需求有升溫的傾向。隨着中學階段完結，香港高能力學生

期望升讀大學的需求更為殷切。研究發現，學生期望升讀大學的原因與家庭及成績的

關係密切（王杰，2013）。 

表六：高能力學生期望完成的教育程度（2009 和 2012） 

 學生的教育期望 

2009 2012 

中三 1.3% 1.1% 

中五／職業訓練課程* 3.1% 0.3% 

中七／中六* 8.4% 6.6% 

文憑／證書課程（例如：教師文憑、護士文憑） 10.2% 9.0% 

大專（非學位，例如：高級文憑、副學士） 12.6% 15.7% 

學士或以上學位 64.4% 67.3% 

* 基於學制變化，本表列出的教育程度有部分差別，但其學歷等級根據 OECD 的劃分是相等的（職業訓練

課程 = 中五；中六 = 中七）。 

影響學生期望升讀大學的因素 

基於以上的初步觀察，顯示了學生能力和家庭社經地位對學生教育期望存有一定

影響。本研究以邏輯迴歸方法進一步分析影響學生期望升讀大學的家庭背景及個人 

能力因素。就學生能力方面，分析模型中包括了學生中一入學成績及在 PISA 評估的 

數學及閱讀成績；而家庭及個人背景因素則包括了性別、家庭社經地位及家庭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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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變量：利用 PISA 2009 和 PISA 2012 問卷中香港學生完成大學期望的結果作 

分析，題目問學生預期完成的教育程度，將答案重新編碼為 1（有升讀大學的期望）

及 0（沒有升讀大學的期望）。 

自變量：利用以下不同的自變量來預測學生期望升讀大學的差異，包括性別（編

碼為女生 = 1，男生 = 0）；家庭結構（編碼為單親家庭 = 1，雙親家庭或其他 = 0）；

社經地位是由父母最高職業地位、父親最高學歷、母親最高學歷的因素分析建構而成

的連續變量（平均值 = 0，標準差 = 1）；而中一入學成績由教育當局提供，至於數學

能力及閱讀能力是依據 PISA 直接測試結果得出，三者皆為標準分數（平均值 = 0， 

標準差 = 1）。 

這分析會利用二元邏輯回歸分析（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去估算期望能完成 

大學水平或以上的概率。第一個模型會加入三項學生及家庭背景；第二個模型會加入

中一入學成績、數學和閱讀成績，以及社經地位與各項學生能力的交互項，估算 PISA 

2009 和 PISA 2012 兩個樣本各自的概率；第三個模型會將兩個樣本合併，並加入年分

（編碼為 PISA 2012 = 1，PISA 2009 = 0），以及年分、社經地位與各項學生能力的 

交互項，估算兩個樣本之間的差異是否有統計顯著性，以及社經地位與學生能力對 

教育期望的影響在兩個時間點之間是否有顯著變化。 

就學生背景而言，表七顯示香港女生與男生在升讀大學的期望上並無顯著分別。

在 2009 年女性的勝算值（有升讀大學的期望與沒有升讀大學的期望的比值）為 1.045，

即女性升讀大學的期望的勝算值是男性的 1.045 倍，男女十分接近。但在 2012 年女性

的勝算值為 0.948，即女性升讀大學的期望的勝算值是男性的 0.948 倍，女生低於男 

生，但兩性差異在統計上並不顯著。這结果與英國及不少已發展國家的研究结果不同

（OECD, 2010; Rampino & Taylor, 2013）。 

家庭社經地位對升讀大學的期望則在統計上顯著相關：出身自家庭社經地位較高

的學生，比社經地位低的學生有較高升讀大學的期望。表七顯示在 2009 年家庭社經 

地位的勝算值為 1.773，即社經地位每上升 1 個標準差，學生升讀大學的期望便增加

1.773 倍，階級差異在統計上顯著。在 2012 年家庭社經地位的勝算值更升至 1.875，亦

即階級差異在統計上更為顯著。這意味在高等教育擴張下，中下階層升讀大學的期望

未有改善，階級差異更為明顯。另一方面，單親家庭的影響並不顯著。以上升讀大學

期望的階級差異是否與學生的基礎能力有關？ 

模型二加入學生能力因素（表八），顯示在 2009 年，中一入學成績、數學成績及

閱讀成績三項與升讀大學的期望呈顯著相關。中一入學成績的勝算值相對較高 

（1.813），亦即中一入學成績愈好，對學生升讀大學的期望愈具正面影響。數學及 

閱讀成績亦具正面的影響，它們的勝算值相對較低，分別為 1.439 和 1.171。2012 年，

中一入學成績、數學成績及閱讀成績與學生升讀大學的期望亦呈顯著正相關，勝算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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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影響學生期望升讀大學或以上的個人及家庭背景因素（2009 和 2012） 

 2009 2012 

 系數 

（B） 

標準誤

（SE） 

勝算值

Exp(B) 

系數 

（B） 

標準誤

（SE） 

勝算值

Exp(B) 

個人及家庭背景       

女性 .044 0.063 1.045 –.054 0.067 0.948 

社經地位 .573*** 0.033 1.773 .628*** 0.036 1.875 

單親家庭 –.099 0.102 0.906 –.138 0.106 0.871 

常數 –.092* 0.045 0.912 .161** 0.048 1.175 

* p < .05; ** p < .01; *** p < .001 

 

表八：影響學生期望升讀大學或以上的個人及家庭背景和學生能力因素（2009 和 2012） 

 2009 2012 

 系數 

（B） 

標準誤

（SE） 

勝算值

Exp(B) 

系數 

（B） 

標準誤

（SE） 

勝算值

Exp(B) 

個人及家庭背景       

女性 –.108 0.080 0.898 –.204* 0.085 0.815 

社經地位 .422*** 0.038 1.526 .458*** 0.041 1.580 

單親家庭 .129 0.114 1.138 –.066 0.118 0.936 

學生能力       

中一入學成績 .595*** 0.051 1.813 .465*** 0.054 1.593 

數學成績 .364*** 0.073 1.439 .442*** 0.087 1.556 

閱讀成績 .158* 0.074 1.171 .238** 0.084 1.269 

社經地位 × 中一入學成績 –.022 0.052 0.978 –.027 0.053 0.973 

社經地位 × 數學成績 –.018 0.067 0.982 –.135 0.082 0.874 

社經地位 × 閱讀成績 .005 0.068 1.005 .044 0.080 1.045 

常數 –.131* 0.054 0.878 .165** 0.056 1.180 

* p < .05; ** p < .01; *** p < .001 

 

分別為 1.593、1.556 和 1.269，與 2009 年的接近。而社經地位與各項學生能力的交互

作用，跟學生升讀大學的期望在 2009 年和 2012 年均沒有顯著關係。 

至於在個人及家庭背景方面，家庭社經地位對學生升讀大學的期望在統計上仍具

顯著相關性，在 2009 年家庭社經地位的勝算值為 1.526，2012 年升至 1.580。從這些

結果可見，父母社經地位和學生能力均與升讀大學的期望呈顯著相關，但從勝算值 

的分析來看，家長社經地位對學生期望入讀大學的影響比其數學及閱讀成績更大。 

同時，在高等教育擴張下，家長社經地位對學生期望升讀大學的影響並沒有減少， 

勝算值由 2009 年至 2012 年微升了 3.5%。女性勝算值則由 2009 年的 0.898 減少至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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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 0.815，顯示女性在升讀大學的期望由 2009 年約低於男性 10% 再降至 2012 年約

低於男生 19%。 

模型三合併 PISA 2009 和 PISA 2012 的樣本，並加入時間因素（表九），顯示 

時間因素與升讀大學的期望呈顯著相關。年分的勝算值為 1.248，即 PISA 2012 升讀 

大學的期望是 PISA 2009 的 1.248 倍，反映在高等教育擴張下，學生對升讀大學的期望

顯著增加。 

表九：影響學生期望升讀大學或以上的個人及家庭背景、學生能力和時間因素 
（合併 2009 和 2012 樣本） 

 系數（B） 標準誤（SE） 勝算值 Exp(B) 

個人及家庭背景    

女性 –.154** 0.058 0.858 

社經地位 .431*** 0.038 1.538 

單親家庭 .032 0.082 1.033 

學生能力    

中一入學成績 .595*** 0.051 1.813 

數學成績 .343*** 0.070 1.409 

閱讀成績 .179* 0.071 1.195 

社經地位 × 中一入學成績 –.026 0.037 0.974 

社經地位 × 數學成績 –.068 0.052 0.935 

社經地位 × 閱讀成績 .018 0.051 1.018 

時間    

2012 年 .222*** 0.051 1.248 

2012 年 × 社經地位 .023 0.055 1.023 

2012 年 × 中一入學成績 –.137 0.073 0.872 

2012 年 × 數學成績 .122 0.102 1.130 

2012 年 × 閱讀成績 .040 0.102 1.040 

常數 –.096* 0.046 0.909 

* p < .05; ** p < .01; *** p < .001 

 

至於年分與家庭社經地位的交互作用，跟學生升讀大學的期望並無顯著相關， 

反映從 PISA 2009 到 PISA 2012，家庭社經地位對學生教育期望的影響並無顯著變化。

但須留意，家庭社經地位的主效應（main effect）仍具顯著相關性（勝算值 1.538）。

而年分與中一入學成績、數學成績及閱讀成績的交互作用，跟學生升讀大學的期望亦

無顯著相關，反映學生的能力對其教育期望的影響在這段期間並無顯著變化。各項 

學生能力對學生教育期望的主效應與模型二的結果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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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及建議 

從以上分析香港 2009 和 2012 年 PISA 的數據，可歸納出四項要點。首先，自 2009

年至 2012 年，香港中學生對升讀高等教育的期望有所提高；而且學生升讀大學的期望

由 2009 年度的 47.2% 升至 2012 年度的 51.4%，升讀大專的期望由 13.3% 升至 

17.4%，升讀文憑或證書課程的期望亦由 12.5% 升至 13.1%。整體而言，高中學生對 

入讀大學及大專的訴求有初現的升溫效應，筆者進一步以 2015 年的資料印證，發現

2015 年中學生升讀大學的期望升至 55.2%，可見升溫效應持續。可是資料顯示在 

2013–2014 學年只有 38% 的中學生升讀學士學位課程（梁振英，2014b，頁 17）， 

此比率仍與 2012 年及 2015 年學生期望的五成以上有相當大的距離。 

在回應中學生對高等教育的需求上，2014 年的施政報告關注點正落在規劃青年人

的升學及就業上，以「讓有需要的得到支援，讓年青的各展所長，讓香港得以發揮」

為主題，提出增加資助高等教育（梁振英，2014a，頁 21），其中兩項是資助學生接駁

或就讀學士課程：「由 2015/16 學年起和緊接的 3 年規劃期內，逐步增加資助院校高

年級收生學額共 1000 個；到 2018/19 學年，每年將有 5000 名表現優秀的副學位畢業

生可升讀資助銜接學位」；「探討如何切實可行地推行一項新的資助計劃，資助每屆

最多 1000 名學生，修讀配合本港人力需求指定範疇的自資學士學位課程」（梁振英，

2014a，頁 21）。可是，每年政府資助的第一年學士學額仍然維持約 17,000 個（大學

教育資助委員會，2016）；若以 2016 年文憑試畢業生計算，在約 55,000 名日校考生

中，取得大學入學資格（即在核心科目取得「3322」或以上成績）約有 23,700 人（香

港考試及評核局，2016），即政府提供的學士學額仍未能滿足約 6,700 名合資格升讀

大學的畢業生的需求。再加上每年數以萬計的副學士畢業生，學額仍是極之不足。 

施政報告承諾有 5,000 名表現優秀的副學位畢業生可升讀資助銜接學位，但其實關於

副學位，除了要檢討與大學學位的銜接外，更值得關注的是畢業生的其他出路，可惜

這方面甚少得到正視，仍需進一步探究。 

其次，在高等教育擴張下，不同社經地位的學生對升讀大學的期望是升溫還是 

降溫呢？比較 2009 和 2012 年參與 PISA 的香港學生，發現無論哪一階層，期望升讀 

大學的學生人數均有上升跡象，表九的結果亦再次印證這一現象。整體而言，來自低

社經地位的學生升幅最大，期望升讀大學的學生由 2009 年的 27.8% 上升至 2012 年的

30.9%，增長率為 11.15%；來自中等社經地位的學生，期望升讀大學的學生由 45.9%

上升至 50.6%，增長率為 10.24%；來自高社經地位的學生，期望升讀大學的學生由 

74.9% 上升至 78.0%，增長率為 4.14%。由此觀之，隨着大專及大學學位擴張，期望 

升讀大學的趨勢在上升，其中以低社經地位學生的升幅最大，然而他們在升學上正好

受着家庭經濟條件限制。不同階層呈現不同的升溫效應，施政報告又承諾為經濟有 

需要的學生提供更多資助，效果如何，需要進一步以 PISA 2015 年的資料印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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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在一個公義的社會，學生（尤其是高能力的學生）不論貧富，都應有繼續

升學的機會及想望，可是 2009 年的國際數據反映出香港高能力學生中，有約一成只 

期望完成中學教育，約兩成期望參與高等或專上教育，只有約六成期望升讀大學。這

個百分比遠低於韓國及新加坡等的九成。2012 年，香港高能力學生中亦只有約六成七

期望升讀大學，遠低於成績相近的東亞國家。香港社會大都相信教育是社會流動的 

基石，但香港的資助大學學額嚴重不足，很可能限制了高能力學生升讀大學的期望，

這對學生個人而言是潛能未能發展，對社會而言是人力資源浪費。 

根據《二零一四年施政報告》，政府承諾為經濟有需要的學生分別推展兩項資助

計畫：一是「推行一項新的獎學金計畫，資助每屆最多 100 名傑出學生在香港境外 

升讀知名大學，以培育更多元化的頂尖人才，推動香港的發展」；二是「除一律獲發

每年最高可達 25 萬元的獎學金外，有經濟需要的學生可另獲每年不超過 20 萬元的 

補助金」（梁振英，2014a，頁 21）。可是對於為數約 60,000 入讀專上及大學課程的

學生而言，這些極為有限的境外學位及資助金額，對於每年數以萬計的自資學生及 

他們的家庭所背負的學債又是否杯水車薪呢？ 

第四，邏輯迴歸分析的結果顯示，單親家庭及性別等先賦因素與升讀大學的期望

並無顯著關係，可是父母社經地位和學生能力均與升讀大學的期望呈顯著相關，社經

地位與學生能力的交互作用對學生升讀大學的期望並不顯著，但從勝算值的比較， 

家長社經地位對學生期望入讀大學的影響比學生中一入學成績的影響為小，但社經 

地位卻比 PISA 中數學及閱讀成績對學生期望入讀大學的影響更大。這意味「先賦」的

條件（尤其是社經地位）及中一入學成績對學生升學期望的影響十分大，甚至大於 

學生 15 歲時的數學及語文能力。 

同時，比對 2009 和 2012 年家長社經地位的勝算值，家長社經地位對學生期望 

升讀大學的影響相當穩定而有些微增加，勝算值由 2009 年的 1.526 增至 2012 年的 

1.580，而「成就」條件中三項學生能力方面，中一入學成績對學生期望入讀大學的 

影響卻有明顯下降（由 1.813 降至 1.593），PISA 數學及閱讀成績對學生期望入讀大學

的影響卻有些微上升（分別由 1.439 升至 1.556 和由 1.171 升至 1.269）。雖然邏輯 

迴歸分析的結果顯示，年分與家庭社經地位的交互作用影響並不顯著，但社經地位的

影響在 2009 和 2012 年均持續十分顯著，這是否意味着擴張高等教育並未能減弱社經

地位的影響，大學教育看來仍未能迎向更均等化。 

總括而言，以往的硏究顯示家庭社經地位對學生升學的期望有顯著影響，香港的

研究結果與其地國家的結果相當一致，家庭社經地位愈高，子女愈期望升讀大學。 

對於有足夠學業水準的學生，若因家庭經濟問題而放棄升讀大專或大學，是十分可惜

且值得我們關注。另一方面，低下階層對高等教育期望卻步，本研究發現有跡可尋：

香港高等教育的擴張主要在大專或大學的自資課程，弱勢學生考慮到當下家庭經濟 



從 PISA 剖析香港青少年對升讀高等教育的期望 65 

條件和畢業後要背負十多萬學債，這使得高等教育對低社經地位階層可謂遙不可及。

最後，本研究結果顯示，高等教育均等化必須兼顧學生能力及社經地位等因素，使 

高能力學生能擺脫家庭背景的限制而追求更高的教育理想，盡展所長，這才是理想的

高等教育政策。政府若能在升學及就業兩方面提供更多實際而又公平的機會及支援，

令青少年對升學及就業抱有適切希望，將有望促進社會流動，減少跨代貧窮的情況。

近期施政報告中有關高等教育的措施，仍未能回應學生對高等教育的殷切需求。期望

有關措施能盡快檢討，使就讀非受資助課程的學生有較大的銜接渠道，令經濟困難 

但有能力的學生不會放棄追求升讀大學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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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釋 

1. 收生成績指中一學生的入學成績。 

2. 在 PISA 2009，OECD 將各閱讀成績分為 6 個等級（第 6 級為最高），並界定達 4 級或

以上的學生為「高能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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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1965 to 1985,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was very slow in Hong Kong. Less 
than 5% of age-eligible adolescents were admitted to UGC-funded university degree program. 
However, since the mid-1980s, there has been an expansion of university places and the 
university admission rate has increased to 18% of the age-eligible population. In 2000, the Chief 
Executive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proposed that the admission rate of 
higher education be increased to 60% within ten years. As a consequence, the participation rate 
of higher education was increased to over 60% from the school year 2000–2001 to 2005–2006.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change in expectation for pursuing higher education of Hong Kong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during the post-massification of Hong Kong higher education. 

The data of this article originates from two cycles of the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 — PISA 2009 and PISA 2012. PISA 2009 in Hong Kong was 
conducted from May to June 2009, while PISA 2012 was conducted from April to May 2012.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investigate the following four areas: (1) the changes in students’ educational 
expectation during 2009 to 2012; (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udents’ family socioeconomic 
background and their educational expectation; (3)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udents’ ability and 
their educational expectation; (4) the relative impact of family socioeconomic background and 
students’ ability on their educational expectation toward the pursuit of university education. 

Keywords: educational expectation; higher education;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 adolescents 


